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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的史实辨正

及其现实意义

张建军
（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当前，关于我国现代逻辑事业奠基人金岳霖的逻辑思想研究，仍呈现重前期思想而轻后期思想的状况，对其
后期思想的低估及否定性评价仍占据学界主流地位，而这与所谓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甚至做“违心之论”等流行讹传

密切相关。关于“舌战艾思奇”及相关史实的辨正可以表明，维护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既构成金岳霖后期思想的一个

重要起点，也是贯穿其终生研究的一条红线；金岳霖对形式逻辑法则之客观基础的独特论证，实际上解开了形式逻辑与

辩证法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历史“死结”。后期金岳霖非但没有“尽弃前学”，其在逻辑哲学研究上的主要建设性成果，均

为前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其前期思想的自我批判绝非“违心之论”，而是以社会实践论与唯物辩证法为指针独立探

索的结果。这些史实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中所蕴藏的丰厚“珍宝”，彰显其多方面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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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也是金岳霖著《逻辑》问世９０周年。
以１９４９年为界，金岳霖逻辑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本刊今年第４期和第５期先后发表了《论金
岳霖的“普遍命题”理论》（杨红玉）和《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周志荣）两篇研究论文，前者探讨

了前期金岳霖对现代逻辑量词革命的深刻理解及其当下启发价值，后者则揭示出后期金岳霖的代表作

《论“所以”》在被学界长期诟病的“推论形式有阶级性”的思想背后，实际上蕴藏着金岳霖对“形式逻辑

的认知贡献”这一重要问题的可贵探索。总体而言，迄今的金岳霖逻辑思想研究仍然呈现重前期金岳

霖而轻后期金岳霖研究的极不平衡状况。对其前期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对其后期思想的低估和否定性评价仍占据学界主流地位，对其中建设性思想的挖掘仍相当稀少，这与

所谓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甚至做“违心之论”等流行讹传密切相关，也与金岳霖本人对其前后期思想

的认识形成强烈反差。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再做基本的史实辨

正。这些史实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后期金岳霖的思想成果，挖掘其数十年探索遗留的丰厚“珍

宝”及其多方面现实意义。

一、关于建国初期金岳霖“舌战艾思奇”及相关史实

在讨论有关史实之前，需要先澄清本文所谓“逻辑思想”的含义。金岳霖的逻辑思想分为逻辑学与

逻辑哲学两个方面。就“逻辑学”而言，金岳霖的主要贡献是传统演绎逻辑和现代演绎逻辑（数理逻辑

基础）的普及与推广工作。这首先体现在《逻辑》一书的第一至三部分，其中系统说明了传统演绎逻辑

与现代演绎逻辑是形式逻辑发展的不同阶段，后者克服了前者的诸多缺陷，具有前者不可比拟的强大威

力，尤其是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根本无法处理的关系推理做出了划时代的系统刻画。而在“逻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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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前期金岳霖思想首先体现在《逻辑》一书的第四部分，金岳霖本人称之为“逻辑哲学的导言”①，这

是恰如其分的。金岳霖此后撰写的本体论著作《论道》、认识论著作《知识论》，都充分利用与发展了《逻

辑》一书在逻辑哲学上的成果。而如果我们采用以意义理论、真理理论与相关悖论研究为研究重心的

“广义逻辑哲学”观念②，则后两部代表作也具有非常丰富的逻辑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在后期金岳霖时

期又得到了批判继承与发展。如学界所公认，金岳霖具有原创性的逻辑思想主要集中于逻辑哲学而非

逻辑学本身。

所谓金岳霖“舌战艾思奇”的思想背景，是在金岳霖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

处理一个基本的逻辑哲学问题，即他所谙熟的形式逻辑与其所谓“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因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作为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工具
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对当时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先走进清华园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是艾思奇。具有“在是非真妄之间一点也

不含糊”（殷海光语③）之风骨的金岳霖，产生与艾思奇的争论是难以避免的。学界广为流传的是任继愈

在一篇怀念金岳霖的文章中对一场“舌战”的描述：

５０年代初，北京解放不久，清华大学哲学系请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先生主持。当
时艾思奇同志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

做坚决斗争。艾思奇讲的中心是讲学习辩证法的重要，形而上学必须反对。报告会结束后，金

先生以主持会议者的身份总结这次报告，他说：“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

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讲演以前，我本想和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艾思奇同志讲演

以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

思奇同志。”④

由于这段轶事的描述很有现场感，且金岳霖的评论被加了引号，经常被引用为“舌战艾思奇”的权

威版本。然而，稍加分析不难看出，一向严谨的金岳霖不可能会有先“完全赞同”艾思奇讲话又加以所

谓“智驳”的自相矛盾的言谈。而且，人们在金岳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看到了对当时情景的不同

描述：

解放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

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

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

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

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

很强⑤。

因为这是当事人的回忆而且也有细节描述，许多人据此认为前述公开“舌战”是不存在的，二人只

是私下讨论。的确，任继愈并不是现场的听众且明确地说这只是传说的“轶事”，我们应当更尊重当事

人的回忆。但当时的现场听众王雨田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解放初，哲学系第一次请艾思奇同志来作报告。地点在大礼堂。艾思奇讲到辩证法与形

而上学对立的时候，提出了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报告完毕后，金先生代表系里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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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逻辑》，《金岳霖文集（第一卷）》，周礼全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３０页。《金岳霖文集》四卷本是完全按照
文献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的。２０１３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刘培育主编的《金岳霖全集》六卷本，是按照文献类型与主题编排的。由于本文
主题系金岳霖“思想历程”之史实辨正，为方便读者历时性观察，仍以《金岳霖文集》为主要引用文献，但经与后出的《金岳霖全集》对照

做了少量文字订正，不再专门说明。

张建军等：《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页。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５页。
任继愈：《忆金先生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第１５０页。
金岳霖：《回忆录》，载《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２６—７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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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同时幽默地指出：“艾思奇同志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台下很多听众都

笑起来①。

王雨田是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据他回忆，金岳霖在大会上只就形式逻辑说了上面这一句

话，并没有前述绘声绘色的反驳，但这一句话也的确堪称简单“智驳”式舌战。而且会后王雨田在校内

还贴出了小字报，论证金岳霖的观点而反驳艾思奇，并因此在申请入团的过程中被反复审查才过关，故

王雨田及其诸多同学对此有深刻的印象。结合金岳霖本人的回忆，其在主持报告会的总结中只做了一

句“智驳”，而会后又与艾思奇继续讨论，应属可信的史实。不过，根据金岳霖另一位学生唐绍明的回

忆，在艾思奇另一次清华之行所举行的座谈会上，金岳霖对艾思奇的观点又公开提出了强烈质疑：

会议本应由主讲人先做主旨发言，但艾思奇同志说，今天是来座谈的，还是请大家先就所

关心的问题发言吧。语音刚落，金岳霖先生率先讲话。他声音响亮，大有不吐不快之势。他

说：“听过艾先生的报告，又看了一些新哲学的书（当时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通称为‘新

哲学’），想向艾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如果是一回

事，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批判形而上学连带也把形式逻辑拿来批判？”说时显得有些激动②。

这段公开发言，应当是任继愈版“舌战艾思奇”传说的另一由来。根据唐绍明的介绍，艾思奇对该

问题做了明确答复。他指出，我们过去确实曾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相混同，是因为沿用了苏联哲学界

３０年代的提法。在长期战争年代，根据地处于被包围之中，许多新书没有看到。苏联学界既然已经纠
正了这种提法，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显然，在首进清华园遭到金岳霖的反驳之后，艾思奇对当时苏联学界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考察，他赫

然发现，在斯大林亲自干预下，苏联学界已于４０年代恢复了形式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并已出版了多部形
式逻辑教科书。其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一章，已在《人民日报》

翻译发表，文内有这样的明确论断：“有一个时期这种见解（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互相拒斥的见解———

引者）曾经在我国十分流行，因此便否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意义，否定了它之作为科学而存在的权利。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形式逻辑并不被辩证法所排斥，它只是放置在其应有的位置而作为认识或思维的

必要条件……否定形而上学并不意味着否定形式逻辑。”③艾思奇表示要对此进一步认真研究。至此，

这场“舌战”以金岳霖的“胜利”而告结束。

我们如此详细地澄清这段史实，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体现金岳霖学术风骨的“舌战”之说，而是要由

此说明，对于形式逻辑科学地位的维护，构成金岳霖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个思想是贯穿金岳霖

终生研究的一条红线，是其始终坚持而未曾改变的。而对于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关系的探索，则是后

期金岳霖长期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毋须讳言，前期金岳霖一直是对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持排斥态度的。究其原因，金岳霖本人曾

在１９５１年做了如下解释：
十多年前，我是反对辩证唯物论的。当时有布哈林讲辩证唯物论的书。在那本书里，作者

反对形式逻辑。我就抓住了这一点，把辩证唯物论拒绝了。那本书也许不好。然而辩证唯物

论之有革命性或进步性，我不能够不知道。布哈林用语言与理论这样的工具去反对形式逻辑，

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这些工具的使用，已经承认了形式逻辑。我何必为不必担忧的事去担忧

呢？我何以只见那本书反对形式逻辑而不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革命性或进步性呢？④

由此可见，前期金岳霖对唯物辩证法的排斥，也是基于对艾思奇“智驳”的同样思路。但到与艾思

奇舌战之时，金岳霖显然已对唯物辩证法持“接受”态度，其显著标志是当他对艾思奇混淆形式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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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第２７５页。

唐绍明：《在真理面前》，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１页。
斯特罗果维契：《逻辑》，曹葆华、谢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第５４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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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提出疑问时，已使用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这一术语的特定用法①。从前期金岳霖到后期

金岳霖的“无缝对接”式迅速转变的原因，一直是学界研讨的话题。周礼全对金岳霖前期思想之性质的

一段经典概括，或可为这种转变提供学理解释：“在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中，肯定了有独立于人和任

何认识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不是人和任何认识者的感觉和思想的产物，而人和任何认识者却是现实

世界发展历程中的产物。他也肯定了事物的不断变动生灭，肯定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规律之

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前期金岳霖的哲学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并且还具有不少朴素的辩

证法因素”②。作为金岳霖得意门生之一，周礼全对金岳霖前期思想的性质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其早

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与金岳霖的一次“激辩”，可为此提供重要的佐证。周礼全的大学毕业论文所研究

的是否认有独立于人的外物存在的“代表论”，周礼全当时也服膺这种理论，从而与金岳霖所主张的承

认外物存在的“实在论”相对立。师生之间不仅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而且金岳霖在论文初稿上多处写

上了论文“自相矛盾”的批语，因为有些地方若不承认外物存在是根本说不通的③。金岳霖一向支持学

生独立思考，最后仍给论文很高的分数，但这段经历，也使周礼全理解了金岳霖承认外物存在的坚定立

场，即后来周礼全所评价的唯物主义立场。而这种立场显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

历史的不幸在于，唯物辩证法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规模传入中国之日，正是苏联学界对形式逻辑的
批判“甚嚣尘上”之时，导致金岳霖基于上述理由做了简单拒斥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而历史的幸运又

在于，１９４８年金岳霖读到了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英文版，他发现其中不但没有任何对形
式逻辑的批判，而且列宁本人也熟练地运用形式逻辑法则揭露经验批判主义者否认外物存在的自相矛

盾之处，这与其本人的思路并不“违和”，他只是认为列宁的有些论述需要进一步“精致化”，试图用现代

逻辑分析方法“加以整理”。因此，金岳霖在１９４９年便使用该书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讲“新哲学”课程。
直到后来通过对《实践论》的反复学习研究（他应邀参与了《实践论》的英译工作，这对他深入理解社会

实践论也起了重要作用），金岳霖才认识到，其前期思想并不能与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

“无缝对接”：“我那引以自慰的唯物成分根本就不是指导行动的唯物观点。总而言之，整个的形而上的

体系是和现时代脱节的思想，它有没有唯物的成分不相干，它有没有辩证的成分也不相干，唯心的辩证

不辩证，形而上的唯物不唯物”④。进而，金岳霖将自己前期哲学体系的总体性质定位为“客观唯心论”。

不管这个自我定位是否准确，金岳霖前期思想中丰富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因素，在其后期探索中无疑是

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既然金岳霖如此关心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那么，当１９５６年由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而引发逻辑学大讨论时，人们自然希望学界公认的逻辑学泰斗金岳霖发表自

己的看法。然而，金岳霖对此保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沉默，以致１９５８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的《逻
辑问题讨论集》，并不见金岳霖的踪影。直到１９５９年他才开始参与这场大讨论，这被称为金岳霖“三年
失踪之谜”。根据后来公布的显示金岳霖思想历程的史料，这个谜团才得以破解。据刘培育编辑的《金

岳霖年表》披露，在１９５９年金岳霖所写的一份自我检查中，他说明自己前面之所以没有参与逻辑大讨
论，乃“因为参加的人都不是旧的逻辑工作者”⑤。金岳霖所谓“旧的逻辑工作者”，是指在他的《逻辑》

一书影响下，对现代逻辑或数理逻辑知识有较多把握的学者。当时参加逻辑学大讨论者很少了解数理

逻辑，因而他们所说的“形式逻辑”实际上只是指传统形式逻辑。尽管金岳霖在与艾思奇的“舌战”中获

胜，但他惊讶地发现，当时苏联学界所“平反”的形式逻辑，也只是指传统形式逻辑，而他在《逻辑》一书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金岳霖主张，既然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已在我国唯物辩证法学界译作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则该词在西方哲学传统上并非反辩
证法的含义就应当另作它译，如译为“元学”或“玄学”。如果我们致力于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互补融通研究，则这个建议是很值得

参考的。如果仍坚持把后一种意义上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译为“形而上学”，则应当像时刻注意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区分一样，也要时刻注
意此“形而上学”非彼“形而上学”。

周礼全：《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载《周礼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７页。
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９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页。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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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倾力阐发的现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基础），却被斯特罗果维契等苏联学者宣称为“资产阶级逻辑

学”，甚至把作为现代逻辑之精髓的“关系逻辑”，斥之为“资产阶级逻辑中的反动倾向”①。１９５２年苏联
《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尽管批判了斯特罗果维契等人的一些错误观点，但仍

然声言：“必须揭破资产阶级科学中的逻辑‘学派’和倾向———类如迦尔纳（现通译卡尔纳普———引者）

的逻辑实证论、罗素和怀特海德的符号逻辑以及其他等等———之完全站不住脚。”②这与金岳霖关于现

代形式逻辑与传统形式逻辑关系的理解相去甚远。金岳霖不可能附和这样的荒谬观点。即使在两年所

谓“思想改造”过程中，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言论中，他从未否定过数理逻辑的科学价值，而且在全国

院系调整后他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主持哲学系课程规划时，他仍然坚持将“数理逻辑”作为逻辑学

专门化方向的高年级必修课③。但金岳霖对“新哲学”的把握毕竟尚属新手，对公开谈论自己的现代形

式逻辑认识心存疑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１９５４年所写（１９５６年发表）的一篇批判罗素哲学的
文章中，明明谈论的是数理逻辑大家罗素的思想，却声明“我们只从普通形式逻辑立论，数理逻辑不在

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④。

这种局面的改观，以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为转折点。１９５６年在参加中南海怀仁堂春节联欢期间，经人介
绍之后，毛泽东首次宴请了金岳霖，其间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说明：“数理逻辑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

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⑤这次谈话，无疑在金岳霖那里起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多年之后，在

１９８２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写的《琐忆》一文中，我们仍可看到这样的文字：
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是骂形式逻辑的，这件事当然不好办。骂可以，可是要骂得言之成

理，又要引用形式逻辑。因此骂也只能乱骂一阵。可是乱骂的事在解放后并没有广泛地发生。

有一次在怀仁堂，我见到毛主席。有人介绍之后，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有用。这，我可放心了。

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⑥。

与“智驳”艾思奇的情境相比较可以明显见得，金岳霖心目中的“形式逻辑”，是包括传统形式逻辑

和现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两大组成部分的，他的前期思想主要建基于后者之上。毛泽东明确肯定数

理逻辑的谈话，促使金岳霖的学术成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喷发期”，而这些成果都是在充分肯定数理逻

辑的科学本性的基础上获得的。其中关于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之关系的探索结果，集中凝结在他

１９６２年发表的《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以下简称《思维规律》）一文之
中。该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反映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为指导思想，系统地论证了同一律、矛

盾律和排中律及建基于它们之上的所有形式逻辑规律（包括数理逻辑定理所刻画的逻辑规律），都反映

着“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只有一个”这一条“相当基本的客观规律”。这个结果，否认了苏联东欧学界为形

式逻辑所找的“相对稳定性”或“质的规定性”作为“客观基础”的认识，以及这样的认识派生出的“形式

逻辑只适用于把握事物的量变阶段，不适用于把握质变阶段”的观点。金岳霖指出，这样的认识只是在

表面上承认形式逻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质上还是对形式逻辑规律之普适性的排斥与否定。而诉诸

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即可表明：“确实性不涉及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和急剧变化，也不涉及形色状态各自

相对稳定和急剧变化。如果某一事物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它确实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说，它是独立于

思维认识而相对稳定的。如果某一事物是急剧变化的，那么它确实是急剧变化的，这也就是说，它是独

立于思维认识而急剧变化的。以上说的不只是客观事物独立于思维认识而存在，而且它们的形色状态

也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认识而这样或那样的。”金岳霖所说的“形色状态”，即现代逻辑哲学通常所说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特罗果维契：《逻辑》，曹葆华、谢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第１４５页。
斯特罗果维契：《逻辑》，曹葆华、谢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附录第３４１页。
诸葛殷同：《金龙荪师动员我学逻辑》，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３１５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１页。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７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５３页。



第２８卷 张建军：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的史实辨正及其现实意义

的“事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这样的“确实性”认识，实际上为形式逻辑法则的普适性，包括在唯物辩证
法研究中的普适性提供了坚实根据。把握确实性绝不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相矛盾：“认识的深入是

撇开现象的确实性，深入到本质的确实性，撇开偶然的确实性，深入到必然的确实性，撇开支流的确实

性，深入到主流的确实性”，如此等等，“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的，但是，无论浅也好深也好，认识总是要反

映对象的确实性的”①。因此，人们要想获得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任何方面、任何阶段的正确认识，

就必须保持思想认识的确定性。由此决定了人类思想认识中一条基本的“反映法则”：“只有确定的思

维认识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确实性”②。这就是形式逻辑规律及由其决定的逻辑规范之所由来。

因为我本人曾长期致力于探讨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对于以“相对稳定性”或“质的规定

性”作为形式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也有许多质疑，研读后期金岳霖的这一重要成果后颇有豁然开朗之

感，故在２０年前曾将之评价为：“这项成果实际上解开了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长期形成
的理论‘死结’，既坚持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又能够维护逻辑真理的‘彻底’普适性。”③这个评

价是我迄今仍然坚持的。

然而，时至今日，金岳霖的这一重要成果尚未得到学界普遍重视与关注。在国内逻辑学界，认为探

讨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④的认识仍有广泛影响，从而与当代国际学界

关于逻辑后承和逻辑真理之实质问题的热烈讨论相脱节；而在唯物辩证法及辩证逻辑研究中，金岳霖所

批评的将形式逻辑视为只在事物发展“相对稳定阶段”起作用的观点仍相当流行，把形式逻辑视为“初

等逻辑”、辩证法或辩证逻辑视为“高等逻辑”的观点仍充斥于哲学教科书，甚至形式逻辑“阻碍创新”的

见解仍然为某些学者所主张。这样的认识极大地妨碍了形式逻辑特别是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

的教育与普及工作。这不仅与金岳霖所论证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本性相违背，而且也与唯物辩证法创始

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作为“理论思维”基本工具的论述相违背⑤。在历史已进入ＡＩ时代的今日，
重温并澄清金岳霖对形式逻辑的普适性从“智驳”论证到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全面系统论证的研究历程，

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后期金岳霖是否“尽弃前学”

学界关于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研究的薄弱状态，与一个长期流行且影响广泛的说法密切相关，即后

期金岳霖“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几十年来形成的哲学信仰，尽弃前学，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⑥。

有的学者还曾如此激烈地批判后期金岳霖：“他把他 ５０年代以前的哲学思想都简单化否定了。这一
点，他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我们不清楚。但我们为他可惜，为他悲哀。”⑦从上一节的史实辨正已可

表明，说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至少不能包括逻辑学，他从没有放弃对传统形式逻辑到现代形式逻辑

之科学性的认识。正如诸葛殷同所发现，金岳霖１９５９年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实际
上限于该书的逻辑哲学思想的批判而不是逻辑学本身的批判，因为“他的自我批判并没有涉及任何一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４—３８５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９０页。
张建军：《论后期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肯定《思维规律》所获成果的解题功能，并非否认金岳霖前

述“智驳”论证的重要价值。这种简单且有力的论证在西方分析哲学界通称“弹弓式论证”（ｓｌｉｎｇｓｈｏ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往往涉及一些最基本的
哲学问难。例如，有些打出“辩证逻辑”旗号的亚相容逻辑学者提出“真矛盾论”，以“有些逻辑矛盾是真的”来“突破”“证伪”矛盾律，并

认为逻辑悖论就是辩证矛盾的原型。我对此所作的反驳是：如果否定了矛盾律，那么“突破”“证伪”何以可能？因为没有矛盾律也就谈

不上“突破”“证伪”。这种论证思路，即来自金岳霖的弹弓式智驳。谨此也提请所有试图否认形式逻辑矛盾律之普适性的学者参考。

（参见张建军：《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８５页）
诸葛殷同：《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８３页。
张建军：《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及其当代价值》，《阅江学刊》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宋志明：《阐幽探微、上下求索———记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７０页。
王中江，安继民：《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条逻辑规则、规律、定理、元定理”①。与多数参加逻辑大讨论（实为逻辑哲学大讨论）的学者的根本差异

在于，后期金岳霖所阐发的逻辑哲学思想，都是建基于其对现代逻辑基础的把握之上，具有明确的现代

逻辑意识与观念的思想，因而具有当代逻辑哲学研究之基本性质。

那么，在逻辑哲学及相关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上，后期金岳霖是否“尽弃前学”呢？答案依然是可

以明确否定的。诚然，金岳霖本人曾经在１９５１年发表的《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一
文中，对放弃其前期的哲学理论做过如下明确表述：“背了旧哲学的包袱去了解《实践论》是办不到的。

原来搞旧哲学的人，总是或多或少背了旧哲学的包袱。这个包袱只有扔掉一法，对于它，我们不能有别

的打算，例如减轻一点或减少一点。如果我们站在旧的哲学范围之内，想方设法以求合乎（新的）世界

观，例如部分的修改或部分的放弃，我们一定要失败的。”②这个提法体现了其研读《实践论》及其所谓

“参加解放后的社会实践”而得到的强烈心灵震撼，这使他认识到自己虽然“与唯心论斗了３０年”，但自
己的总体哲学架构仍然属于一种“客观唯心论”。然而，即使金岳霖对自己旧的哲学体系的这个自我认

知是正确的，逻辑上也推不出“只有扔掉一法”的结论。比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最典型的客观唯心

论，并不妨碍其中具有唯物辩证法源头之一的“合理内核”，因而需要“扬弃”而非抛弃，更何况前期金岳

霖的哲学体系有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因素。在这篇具有这样的不当表述的文章中，金岳霖也曾提到“我

们可以把旧哲学家对于哲学体系的信仰的眷恋转变为对于历史上的宝贵资料的眷恋”③，也含有辩证扬

弃之意。即使在１９５６年之前其逻辑哲学研究的“沉寂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主要成果的对实用主义的
批判（以其初步掌握的社会实践论与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武器），实际上也有其前期对实用主义批判的深

刻影响。而１９５７年之后其逻辑哲学思想“喷发期”的学术收获，在很大程度上均为继承与发展其前期
思想所取得的成果。

理解后期金岳霖绝非“尽弃前学”，一个重要的史实不能不提，那就是其西南联大时期的入室弟子、

已成长为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冯契与金岳霖的一次促膝长谈。据冯契回忆，１９５７年春天，他携带
自己的著作《怎样认识世界》的清样赴京请金岳霖指正，得到金岳霖的赞赏与鼓励，二人长谈至深夜。

当金岳霖提到其前期哲学体系“将许多问题搞成了唯心论、形而上学”时，冯契指出，金先生前期思想中

的合理因素决不能抹杀。《怎样认识世界》中讲概念对现实有摹写与规范双重作用的思想，便源自金岳

霖的前期思想：

我以为金先生的《知识论》讲概念的“摹状与规律”，讲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是合

乎辩证法的。金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姆，这一点，我大概讲对了。”接着，我们便就如何研究

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讨论，直至深夜④。

笔者曾经以金岳霖与冯契的这次长谈和此前毛泽东对数理逻辑研究价值的明确肯定，作为后期金

岳霖学术思想喷发期的两大“触发媒介”⑤，实际上还应当特别强调此前金岳霖在批判实用主义思想的

过程中对社会实践论与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把握。这使得其前期思想的合理因素的挖掘拥有明确的认识

工具。后期金岳霖对其前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至少可以指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正是通过与冯契的交流，金岳霖将其前期思想中的“摹状与规律统一”的思想，改造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反映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不但以此为指导获得了前述关于形式逻辑规律之客观基

础的重大建设性成果，而且在清算其《论道》《知识论》中的客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素的过程中，将其

前期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必然的式”“固然的理”“本然的元理”“当然的数”等，重新改造为相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诸葛殷同：《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７０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页。
冯契：《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学术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使用的“规律”一词，其语义是后期

思想所使用的“规范”，这是阅读金岳霖需要特别注意的。参见张建军：《摹状、规范与半描述论———金岳霖－冯契论题与当代指称理论的
“第三条道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张建军：《论金岳霖哲学思想历程的四次重大转折》，《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增刊（纪念金岳霖诞辰１１０周年专辑）。



第２８卷 张建军：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的史实辨正及其现实意义

对与绝对相统一的、分属不同层面的“客观规律”。这些思想的深刻性与系统性，对当代广义逻辑哲学

探讨逻辑必然与多层面非逻辑必然及其相互关系这样的热点问题，仍然具有特殊的启示价值。

其次，在金岳霖前期逻辑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中，３０年代初基于维特根斯坦和莱姆赛的启发而获得
的一个核心观点，在其后来思想发展历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逻辑真理乃表征“穷尽可能的

必然”的观念，即其《逻辑》一书第四部分所阐述的核心观念。“穷尽可能的必然”是金岳霖对广义重言

式（包括谓词逻辑的普遍有效式）的哲学解释①。在具有“清算自己的（前期）哲学信仰”性质的遗著《罗

素哲学》一书中，金岳霖特别指出：“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和数学定理了解为重言式的或同语反复的命题，

这个理解看来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现在好些逻辑工作者都同意这一理解。问题不在这一理解本身，

而是在由这一理解就跳到了一种哲学主张：逻辑和数学定理不是什么共相与共相之间的真理，而是语言

上约定俗成的章程。这一看法连同它所带来的哲学主张是流行得很快很广泛的。罗素也就接受了这一

看法。”②前期金岳霖尽管学崇罗素，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一看法，而是仍然坚持早期罗素的“实在论”

（后者也被后期金岳霖指认出客观唯心论实质），并用“必然的式”为重言式奠定客观基础，后期则找到

了“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只有一个”这一唯物主义基础。而金岳霖对《逻辑》一书的逻辑哲学思想的自我

批判，则是从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观点出发，改变了前期思想中对逻辑

真理的“绝对化、无对化”理解，特别是通过对否定词论域的新颖把握，把逻辑真理的普适性限定为在所

有非空论域的普适性，从而使其“相对化、有对化”。这种认识，与在当代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已

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境语义学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认真研究金岳霖的相关阐释，必可加深我们对当

代情境语义学这一“新工具”及其与唯物辩证法之内在关联的理解。

最后，后期金岳霖本人十分看重的关于“蕴涵”与“推论”、“如果—那么”和“所以”的新颖区分，是

金岳霖最具独特性的思想。而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区分也是其前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金岳霖曾在

对《逻辑》的自我批判中做了如下说明：

有一个时期，我对罗素的《数学原理》那本书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他那书里横写出来的原

理（说的是该书的开始部分），是形式的，可是它的证明线索或者推论线索，从那本书的每一页

的上面到下面的线索，不是形式的。在那里，从一步到另一步之间的推移夹杂着非形式的成

分，这个成分就是读者的了解。读者不了解的话，从上到下这一条线索的路就不通了。我原来

的批评是说罗素没有能够把这个非形式的成分形式化起来。我当时不只是认为罗素没有做到

这一点，而且也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非形式的成分，其实就是形式逻辑中活的

成分。这个成分正是具体地联系到具体的思维认识过程中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

以”③。

这种思考使金岳霖在当时就认识到形式逻辑中的“非形式成分”即其“活的成分”，而在其后期思想

中，这种“活的成分”演变为对“推论活动”的把握。也就是说，金岳霖所谓“狭义形式逻辑”，实际上只

是考察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形式关联之规律的，其与人们实际的“推论活动”无关；现代形式逻辑所刻画

３７

①

②

③

金岳霖在《思维规律》一文中所阐述的逻辑真理观，正是对“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的继承和发展。其典型特点是这样的逻辑真

理观并不限于经典二值逻辑，而可以涵盖当时已获得初步发展的多值逻辑与模态逻辑。这是金岳霖通过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长

期研究与思考所获得的结果。金岳霖从来没有赞同过罗素否认“三律”的基本性的思想，而是认为“三律”为所有具有“穷尽可能”之本

性的形式逻辑法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三律”的客观基础来论证全部形式逻辑法则的客观基础。这一点，是从１９３２
年在剑桥聆听维特根斯坦演讲顿悟到“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之后，一直贯彻于金岳霖的逻辑与哲学研究而从未改变的。顺便指出，

目前所见的所有金岳霖生平年表，都没有列入１９３２年这次重要的剑桥之行。本次剑桥访学在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２年金岳霖赴哈佛大学进修数
理逻辑一年之后，返回清华之前，这是金岳霖在１９５７年波兰华沙国际哲学会议上的英文演讲中明确说明的。（见金岳霖：“Ａ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Ｔａｓｋ”，《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第１６５页）可以说，前期金岳霖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大著作，都是建立在这次剑桥之行所获
得的“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基础之上的，这是考察金岳霖学术思想历程所不可或缺的。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２１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７７页。这段对其前期思想有关思考的概述，实际上也出现在金

岳霖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赴美访问讲学期间所撰写的英文著作《道、自然与人》之中。（参见金岳霖：“Ｔａｏ，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ｎ”，《金岳霖文集（第
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５—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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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效蕴涵式定理，尽管可以通过演绎定理刻画演绎推出（逻辑后承）关系，但这种关系仍然与推论活

动无关，因而仍然只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蕴涵”关系。但是，将之运用到实际思维中“做推理”，仅

仅把握这种蕴涵关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从对前提的断定过渡到对结论的断定，而这种过渡才是实

际思维中对“所以”的断定。能否发生这样的断定过程，决定了真正的“所以”是否存在。

金岳霖经过长期思考发现，这样的断定过程，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一是断定者的科学知识水平，二

是断定者的阶级立场。而“我们的推论”又必须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他将这两个要素与表示断定

活动的断定符一起，作为对正确推论的一般形式刻画，并据此提出了“推论形式有阶级性”这一广受诟

病的观点。他就此发表的五万字长文《论“所以”》，受到了其学生周礼全言辞激烈的公开批评。金岳霖

不以为忤，在吸收周礼全批评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又撰文着力强调其特定意义上的“推论”的“活动”

特性：“推论不是单纯的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它是人的思维活动，它是断定蕴涵的前件使它转化为

前提，通过这个断定过渡到断定后件使它转化为结论的思维活动。这里谈的推论仍然是有‘所以’的推

论。单有命题或前件而没有断定，不可能有推论或‘所以’；单有蕴涵而没有过渡，也不可能有推论或

‘所以’。推论不是随着蕴涵的存在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就是这个活动的存在。”①正因为“推论”以人的

活动的形式而存在，必定具有共同体相对性，因而“断定的类型不是根据命题的性质的，它是根据断定

者的类型的。不同阶级的断定者有不同类型的断定，不同阶级的观点立场方法不同，他们的断定类型当

然不同，这是明显的事实，也是明显的道理”②。

由此可见，金岳霖所说的“推论形式”是“推论活动”的形式，而非周礼全所理解的经典逻辑意义上

“推理形式”，后者在金岳霖看来仍属于逻辑蕴涵的形式，对后一种形式，也就是金岳霖所谓“狭义形式

逻辑”的研究对象，金岳霖也明确断言其既没有阶级性，也与科学知识水平无关。金岳霖对两种“形式”

的区分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对于金岳霖的这一探索的评价，迄今仍以周礼全

的“有害论”为主导观点，认为其“可能引起或助长某种否定形式逻辑的不良倾向”③。

然而，面对当代国际学界面向实际“推理活动”的各种理论的兴起，对金岳霖的这个探索结果应当

重新研究与评价。金岳霖的探索实质上可以作为近年国内外学界获得蓬勃发展的“非形式逻辑”和“广

义论证理论”的先驱④，也可作为“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中以“推理行动”为首要对象的“应用逻辑”观

念的先声⑤。我认为，金岳霖所谓“推论形式”就是这些不同理论所说的推理或论证的“（活动）模式”，

与狭义形式逻辑的“推理形式”具有根本差异。金岳霖的失误之处仅仅在于，在推论活动中的阶级立场

不只是无产阶级有，其他阶级也都有，因而与“科学知识水平”一样，这里“阶级立场”应当是变量而非常

量，这种包含变量的推论模式才是“逻辑”的推论模式⑥；而且推论中的“阶级立场”的作用尽管重要，但

只是价值偏好之一种，更好的模式应当以价值偏好为变量加以刻画。因此，近年“偏好逻辑”的长足发

展，也可视为对金岳霖的探索的一种新的回应。总之，金岳霖就此所作的长期探索成果构成了一种丰厚

资源，值得我们在发展这些“活动模式”研究的各种前沿领域中加以吸收与借鉴。

关于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的论调，还包括他对其以往所推崇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思想

的彻底否定。这也是不符合后期金岳霖特别是其后期学术思想“喷发期”之实际的。尽管在当时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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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５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１０页。
周礼全：《周礼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２页。
参见Ｄ．Ｍ．ＧａｂｂａｙａｎｄＪ．Ｗｏ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ｎｉｎＬｏｇｉｃ”，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２００５，１３（２）：２５－１２３；鞠实儿：《广义

论证的理论与方法》，《逻辑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前者突出强调了非形式逻辑所探究的推理与论证的活动模式“敏感于主体认知目
标和相应认知资源”，而广义论证理论则更为突出地强调了论证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群体相对性，这与金岳霖的探索指向都是相通的。

参见张建军：《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期金岳霖主张逻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迄今仍广泛流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金岳霖虽然主张其特定意

义上的“推论形式”具有阶级性，但他从未明确肯定过“逻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而到１９７８年在全国逻辑讨论会的发言中，他明确地断
言：“逻辑学没有阶级性，但是用逻辑学的人都有阶级性。”（《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４８页）由此可见，
若天假以年，金岳霖在“推论形式的阶级性”上的理论失误应是不难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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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条件下，金岳霖对诸多学者做过一些“过火”的批判，但其自我批判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熟练

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之后，金岳霖不但对其前期思想采取了上述辩证扬弃态度，对其他学者的态度也

同样如此。金岳霖本人在《罗素哲学》一书中所展现的对罗素思想的态度，即可对此加以确证。金岳霖

在全书结尾之处指出：“列宁曾提到伟大的科学家有时是渺小的哲学家。爱因斯坦不同意马赫的哲学，

但是对于科学家的马赫，爱因斯坦曾表示钦佩。罗素的哲学是同科学相抵触的，但是，他毕竟研究过数

学和数理逻辑这样的科学。在数理逻辑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他是有很大贡献的。罗素的哲学系统是荒

谬的，但在他的哲学书里，并不是所有命题都应该批判，除数理逻辑外，他的著作中还有些东西也是值得

我们研究的。”①诚然，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限制，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也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

但他以这样的辩证扬弃态度所作的深入系统的研究结果，无疑也包含着许多尚待充分发掘的建设性成

果。冯契在为《罗素哲学》所作跋言中曾经指出：“它是中国当代的一位杰出哲学家对西方当代的一位

杰出哲学家的评论，这种评论是作者多年探索和思考的结晶，是精深而富于智慧的，因而如果人们要求

了解和研究罗素哲学，了解和研究金岳霖哲学，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启发。”②这不仅对《罗素哲

学》的评价切中肯綮，也值得我们在对待后期金岳霖思想的总体态度上加以深思。

至此，还有一桩事关后期金岳霖的历史“公案”需要辨析，那就是由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一书

中“形式逻辑”一词的用法问题。该书于１９６３年完成初稿，１９７９年经简单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高
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而影响巨大。该书在第一章“形式逻辑的对象与作用”中，断言“形式逻辑、数理

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不同的但又有联系的三门学科”，甚至还有反对“把数理逻辑中的一套硬搬到形式逻

辑中来”的论断③，这种表述把数理逻辑排除在形式逻辑之外，显然与金岳霖一再说明的数理逻辑就是

现代形式逻辑的思想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在金岳霖倾力完成的遗著《罗素哲学》中，仍有这样的明确

表述：“我同意把数理逻辑和普通形式逻辑都看成形式逻辑的看法。作为逻辑，作为帮助达到正确认识

的思维形式方面的工具，它们有共同点。”④故在其主编的教材中上述论断的出现尤为令人不解。根据

始终参与该书写作的诸葛殷同回忆，因为书是集体编写的，金岳霖尊重编写组的多数意见。１９７９年该
书正式出版前，金岳霖由于年事已高，没有参与编写组关于修订工作的讨论，只由周礼全将编写组修订

意见向其汇报。上面这样的不当表述在编写组成员那里曾引起争议，最后加上了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

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关系”这样更加不适当的论断。关于金岳霖没有否决这样

的表述的理由没有确切记载，但从其在１９７８年全国逻辑讨论会的发言中“希望大家在形式逻辑、数理逻
辑、逻辑史和辩证逻辑等方面广泛地开展研究”⑤的表述看，他或许认为可将“形式逻辑”作为他心目中

的“普通形式逻辑”的简称。《形式逻辑》一书既涵盖了传统演绎逻辑和传统归纳逻辑的基本内容，同时

也加入了科学假说和实际论证等体现他所关心的“推论活动”的逻辑研究的内容，初步展示了他所谓

“普通形式逻辑”应具有的模样。这种面向实际思维 “化理论为方法”的教材，与国际学界通行的“逻辑

学导论”教材是相通的⑥，其对我国陆续产生的诸多逻辑导论性教材产生了良好影响。然而，正如诸葛

殷同所说，上述不当表述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必须辨明的⑦。我认为，在所有逻辑基础教育中均需要

说明传统演绎逻辑到现代演绎逻辑、传统归纳逻辑到现代归纳逻辑的历史发展，以及面向实际思维活动

与智能研究的跨学科应用逻辑的发展，并以《墨经》“通意后对”的精神说明“形式逻辑”这一术语的主

流用法和其他歧义用法，阐明适应现代化建设之需要大范围普及数理逻辑基础、缩短与发达国家逻辑教

育之距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激发全社会学习运用现代逻辑新工具之热情。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９８页。
冯契：《冯契讲金岳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第４１页。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８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０１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４８页。
参见柯匹，科恩，罗迪奇：《逻辑学导论》（第１５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迄今为止，该书仍是国际发行量最大的逻辑

学导论教材，其中对于实际推理活动的特别关注，与《形式逻辑》是一致的。

诸葛殷同：《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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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后期金岳霖的自我批判是否“违心之论”

我们强调金岳霖对其前期思想的辩证扬弃态度，并非否认这样一个明显的史实，即纵观金岳霖后期

思想的发展历程，对其前期思想的自我批判的确贯穿始终。然而，这样的自我批判是否属于“违心之

论”，是涉及后期金岳霖思想整体评价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不可不辨的。

在一篇流传很广的散文式作品《金岳霖的理想与无奈》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言论：“金岳霖晚

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

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

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金岳霖其实在这里

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１９４９年他是５５岁，在之前那样的世道里，他
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人格，之后反而要违心处世了。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

是有过考虑的。”①

被该文作者作为后期金岳霖做“违心之论”之证据的这段话，选自晚年金岳霖的一段回忆录。然

而，这样的评论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从金岳霖原文前后语境看，非但推不出其放弃“独立性”而愿意做

“违心之论”的结论，事实上恰恰相反。上述引文还有紧接着的两句话：“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仍然如此。

不过，解放后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来叫做‘开后门’了。”②显然，金岳霖此处自我剖析“对于政治，

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说的是“政治思想”之政治，而非他经常使用的打引号的“政治”。对于后者，他

一直是十分不屑的。他在《回忆录》中也曾以张东荪为例说明了这种“政治”的含义：“这个人是‘玩政

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

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查世，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③金岳

霖对张东荪的评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金岳霖本人绝不会去玩这样的“政治”，因而用晚年

金岳霖的前述言论佐证其“违心处世”是南辕北辙的。

说明后期金岳霖的自我批判是经过深刻独立思考的“修辞立其诚”之论、绝非“玩政治”发表“违心

之论”的最有力证据，是其在逻辑学大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与他所知晓的毛泽东所持观点的明显分歧。

毛泽东在逻辑学大讨论中为了保护“百家争鸣”局面而没有公开发言，但他实际上赞同周谷城的基本观

点，并就此与党内理论宣传负责人及周谷城本人都明确讲过。周谷城发表的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

内容”的观点，就是前期金岳霖在《逻辑》等著作中所倡导的观点，后期金岳霖认为这样的表述容易导致

形式与内容的“分家论”。金岳霖在自我批判中明确区分了形式与内容的“分别论”与“分家论”，强调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即正确性（逻辑有效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④。当毛泽东得知周谷城的观点

在逻辑学大讨论中陷于孤立之后，特地邀请周谷城和多位哲学界知名人士，于１９５７年４月到中南海颐
年堂座谈逻辑问题，其中逻辑学界特地邀请了金岳霖和已发表与周谷城观点相一致的文章的王方名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毛泽东特别对周谷城介绍说，王方名与他观点很相近，可以做志同道

合的朋友，其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在座的金岳霖不可能观察不到。不过，毛泽东也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

特地强调：“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

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⑤

如前所述，此时金岳霖尚没有参加逻辑学大讨论，如果他心中仍然坚持其前期观点，完全可以把周

谷城引为同道而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但他正是本着“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经过反复研究与推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谢泳：《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东方艺术》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６３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３７页。
金岳霖曾在《自我检查》中明确地说要克服自己从前的“周谷城式”思想。参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１页。
高路：《毛泽东与逻辑学》，载石仲泉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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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于１９５９年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批判了自己的前期观点，同时也初步提出了
“推论形式基本上有阶级性”的认识。当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于１９６０年底特地邀请金岳霖与章士钊、程
潜等湖南老乡到家中吃饭，在肯定金岳霖的自我批判精神之后，明确表示了对其新观点的不同意见①。

然而，金岳霖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并陆续发表了多篇批判自己旧观点、论证新观点的文章。金岳

霖当时在哲学所的青年同事汝信的回忆，亦可就此提供佐证：“当时传闻党的领导人曾对逻辑学讨论发

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老的观点，金老听说后对我们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

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我们听了都为他捏一把汗，又从心里敬佩他。这些话现在看来也许

很平常，可是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的风气下，能够做到‘不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确实是很不

容易的。”②可见，金岳霖的自我批判绝不可能是“违心之论”，更不可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慑于权

势或为保住自己的名位”而作③。

要理解金岳霖与毛泽东观点的分歧，需要考察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的演变。在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写就
的《矛盾论》原稿中，专门设有第二节“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用于批判形式逻辑；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以看出，这显然是受３０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把形式逻辑与
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影响。不久之后，他收到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感觉“颇为新鲜”，遂放下

正在阅读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几乎花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全书④。潘梓年此书驳斥了当时苏联哲

学教科书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他把形式逻辑定位为与辩证法不同层次的逻辑技术，并介绍了传统形式逻

辑向数理逻辑的发展，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在阅读诘屈聱牙的苏联教科书中译本的过程中，毛泽

东结合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思考，提炼出了简明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并紧紧抓住社会实践论和辩证

矛盾论展开了系统论述，进而用“实事求是”这样的中国术语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通过阅读

潘梓年的著作，敏锐如毛泽东很容易发现排斥形式逻辑之荒谬。使用金岳霖那样的简单的“智驳”思路

就可看到，假如排斥形式逻辑所刻画的推理机制，那如何通过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如何从实事中求

是？如何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如何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因此，正确认识形式逻

辑的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无疑至关重要，毛泽东对此问题高度关注是顺理成章的。在新

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将《矛盾论》从第一卷中抽出来，力图对谈论形式

逻辑的一节加以修订。但他发现国际国内学界在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及辩证逻辑的关系上尚存在广

泛争议，遂在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把原文第二节彻底删掉了⑤。此后，他不但努力推动逻

辑学大讨论的展开，亲自部署重版金岳霖的《逻辑》、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有影响的逻辑著作作

为“逻辑丛书”出版，指示编写形式逻辑通俗读本，号召干部群众“学点逻辑”，而且在日理万机中也阅读

了大量逻辑文献，做了深度思考与研究。在他的要求下，工作人员为他搜集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几乎所

有中文逻辑著作（含台港地区的著作）以供阅读与研究⑥。毛泽东阅读与研究的基本结论，凝结在其

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５年的多次谈话之中：“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可以是
正确的”（与李达等谈话）；“（三段论的）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与何其芳等谈话）⑦；“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

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

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与艾思奇等谈话）⑧。

通过史料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在１９５７年与周谷城、金岳霖等谈话之前即已形成，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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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１页。
汝信：《怀念金岳霖先生》，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２页。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９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金羽，石仲泉，杨耕：《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６—５７页。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０—４９５页。
转引自施恩亚：《毛泽东逻辑思维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转引自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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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与金岳霖关于数理逻辑的谈话的思想背景。此后的言论是对这种认识的不断确证。这种认识
与金岳霖的前期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尽管当时金岳霖排斥辩证法），即无论是传统形式逻辑还是现代形

式逻辑都是具有普适工具性质的专门科学。然而，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金岳霖认

为仅达到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的传统认识，探究如何做到形式与

内容、正确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

金岳霖就此所做“独立思考”的结果，在其《读王忍之文章之后》的文章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据史料

披露，王忍之在《红旗》杂志１９６１年第７期发表的《论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一文，毛泽东曾反复研读
全文并予以赞赏①，该文对金岳霖在自我批判中的观点也提出了直接批评，故金岳霖对王忍之观点的答

复也可视为对毛泽东当面批评的回应。金岳霖着力探讨了“管”的三重含义：一种是“具体科学的管”，

对于具体科学的内容形式逻辑应当“不管”，这点他与毛泽东毫无分歧；另一种是“纯粹演绎的管”，也就

是金岳霖所说的“狭义形式逻辑”所“管”的东西，金岳霖认为，这种“管”不只是管推理的形式有效性，

也要管有效性背后所反映的真实性，即要管“逻辑内容”的真实性，要探究形式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问

题，在他看来，这一点也很容易达成一致；关键是第三种“管”，即“认识论上的管”，也就是他所谓“广义

形式逻辑”所“管”的东西，这特别体现在作为“活动形式”的“推论形式”之上。“广义的形式逻辑学内

容就应该有有关的认识论内容了，例如一般和个别，分析与综合，概括和抽象等等。”对于一个推理的前

提来说，这样的广义形式逻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它还是要问：你断定这个前提有没有充足理由呢？

有没有演绎和归纳的根据呢？”若“实质上不承认这种认识论上的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②。金岳霖认

为，这种认识论上的“管”，正是在形式逻辑研究中贯彻社会实践论“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的思想

路线的结果，是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科学的形式逻辑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金岳霖的这个澄清，

实际上已经消弭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只是限于历史条件特别是“文革”爆发，金岳霖的探索没有

得到充分的理解与研究。

正如金岳霖本人所一再强调，《实践论》的学习与研究是其前后期思想转变的最重要的桥梁。他在

８８岁时仍如此回顾：“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
此。”③故说后期金岳霖视毛泽东为自己的“老师”并不为过。但也正像毛泽东所要求的那样，他一直坚

持独立思考，对这位老师并不迷信。不过，他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的批评予以重视。尽管金岳霖曾一度

因得不到毛泽东的理解而“闹情绪”④，但后来他也就此做了认真的反思，曾经考虑过自己是否犯了“混

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错误”⑤。这个反思没有留下展开的文字，但我认为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尽管

金岳霖坚持他所谓的“认识论上的管”仍应属于“广义形式逻辑”的领域，但这个领域显然已构成形式逻

辑与辩证逻辑互补融通的一个桥梁领域。在“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已形成主流的今日，重新把握金

岳霖在“广义形式逻辑”方向上的探索成果，对于当代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互动发展，无疑具有特殊

的启迪意义。

四、余论

与学界长期流行的对金岳霖后期思想的价值低估与负面评价相反，晚年金岳霖对自己后期思想所

获得的成果十分珍视。１９７８年，《逻辑》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版发行，有人建议金岳霖
删掉１９６１年版中所收入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但他仍然坚持将该文作为新版前言⑥。
１９８１年，已达米寿高龄的金岳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平生“比较得意”的三篇论文，其中两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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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５—５６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５９—３６０页。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６０页。
叶秀山：《我所敬畏的金先生》，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１页。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１页。
诸葛殷同：《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７０页。



第２８卷 张建军：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的史实辨正及其现实意义

后期，一篇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的揭示，另一篇就是前述《思维规律》一文。金岳霖

写道：“有生之年已经到了８８岁，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这体现了晚
年金岳霖一种“理论孤独”的心境。他还具体回顾了《思维规律》一文发表后没有得到其所期待的反应：

“文章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只有钱钟书先生作了口头上的反对。但是他没有写文章，我也不能反驳。

我还是要谢谢他，至少他读了我那篇文章，并且还反对。至于平日搞逻辑学的人，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

反对。”①而在《回忆录》中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这种“理论孤独”的表述不仅局限于其后期思想，对其自

评“比较满意”的前期著作《论道》出版后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表述：“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

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林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

逻辑体系。”②而我们知道《论道》出版后可谓“好评如潮”，出版当年就被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抗战以

来最佳学术著作”称号。但金岳霖所期盼的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据冯契回忆，金岳霖在向他感慨《论

道》的“石沉大海”之后，明确说明了“学术批评”的意义：“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不能用实验来

验证，通常要通过讨论、批评，有人从东边来攻一下，又有人从西边来攻一下，有点攻不倒的东西，那就站

住脚了。”③基于这样的认识，加之金岳霖对《思维规律》一文之重要性的自我认识，说该文“既没有受到

讨论，我就难免大失所望”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依据本文所作史实辨正，读者或许会对金岳霖没有把《论“所以”》这篇五万字长文列入其“比较得

意”之作感到困惑。的确，该文在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是完全可以和《思维规律》

一文相提并论的。然而，经过周礼全激烈的学术批评（这显然是金岳霖所欢迎的），金岳霖认识到该文

在写作上存在不少问题。他在后续答辩文章中说明：“在批评过程中，周礼全同志是遇到困难的，原因

是《论“所以”》那篇文章有很大的毛病。它摊开得太广，提出来的问题太多太杂，中心问题反而不够突

出。这些毛病的根源还是思想不够明确。思想之所以不够明确，因为在主张新看法的时候，旧看法并没

有排除。这表示中心思想并不成熟。”他进而吸收周礼全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就论文中心思想做了进一

步明确，并以其学术风范表明：“这样论点可能明确些，毛病可能暴露得清楚些，批评也可能容易针锋相

对些，同时如果论点确实不正确的话，它也容易被推翻些。”⑤因而这篇答辩文章应视为《论“所以”》一

文的重要补充。如前所述，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讨论并没有进一步展开。但《论“所以”》的中心思想，

金岳霖无疑是坚持终生的。他曾经向周礼全表示：“你如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多花些功夫，把《论“所

以”》提炼和修改一下。我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⑥在其理论仍未能得到周礼全和学

界同情的理解的情况下，他依然郑重地向周礼全表示“我那里还是有东西的！”⑦１９７９年，在金岳霖作为
首任会长提交中国逻辑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他唯一提到的自己作品

是《论“所以”》，显然仍希望大家研究其中的东西。他检讨“这样的文章没有写下去，是因为我没有科学

史方面的修养”，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困难，建议“逻辑工作者必须学习两个专业：主业是逻辑学，副业是

一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⑧。证诸当今逻辑学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⑨，我们

更可体会这个建议的深刻性和前瞻性。而金岳霖将之与《论“所以”》的探索联系起来，也为我们研究后

期金岳霖的逻辑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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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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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奠基人“修辞立其诚”的探索成果。本

文的史实辨正及其现实意义的揭示可以表明，金岳霖后期思想研究的薄弱状态是亟待改变的。我们应

当依据金岳霖所期待的学术批评精神，努力探索其中蕴藏的丰厚“珍宝”，使后期金岳霖艰辛探索的理

论收获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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